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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实行乡村自治政策，皇权不下乡，自治主要靠乡绅。在本文中，有贤德的乡绅

被称为乡贤，“他们是村庄的道德典范，是村庄的精神领袖，并因此而成为村庄秩序的守护者。”[1]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乡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退出了历史舞台[2]，乡村社会产生了新的政治与文化权威，

重建了相对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1980年代起，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尤其是1990年代初

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原有乡村社会秩序再次被打破，乡村权威几经更迭，各种力量错综复杂，乡村

社会秩序重建一再被延宕。晚近几年，面对乡村日益加剧的“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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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贤形象的蜕变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乡村社会重建了新的社会空间与社会关

系。在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中，开篇就形象地描绘了“旗杆院”的社会空间，这里有村公所、武委会、

小学、农民夜校、书报阅览室、俱乐部、供销社等组织机构。很显然，这已经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乡

村政权空间了[1]。在《创业史》中，柳青又进一步细致、深刻地描述了1950年代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

乡村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的巨变。在下堡乡蛤蟆滩，1950年之前有地主杨大剥皮、吕二细鬼，还有一

些自耕农，大多数乡民属于佃户、半佃户。在这个小型社会中，杨大剥皮、吕二细鬼是无人敢惹的。就

这两位地主的外号来看，他们似乎并未赢得佃户与乡邻的尊重。在小说中，他们从未救济过佃户梁三

一家，也未因梁生宝是独子而保护其不被拉壮丁。在其时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作用下，地主作为原本

乡村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主宰力量，不再具有保护、管理、教化乡民的权威，而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成

为“土豪劣绅”。1949年夏天，共产党分了杨大剥皮、吕二细鬼的土地，重构了下堡乡蛤蟆滩的社会关

系。在小说中，新社会的“乡村精英”主要是乡村干部，如代表主任郭振山、互助组领头人梁生宝。郭

振山作为村农会主席、代表主任，由于背后政权的力量，成了蛤蟆滩最重要的人物。但是在小说中，人

们敬重他并非仅仅因为他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更重要的是他的个人品质。早在解放前，他就曾与富

农郭世富、姚士杰斗争过，是“穷佃户们崇拜的英雄”[2]。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更为耐人寻味。他的政

治地位并不高，也没什么经济实力，他的新思想也并未一呼百应，起初甚至得不到郭振山的支持与改

霞的理解。他究竟靠什么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与信任呢？带领众人创业固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更

为重要的是他的人格魅力。他不仅一心为公，毫无私心，而且极其孝顺，近乎本能地怜贫惜弱，是“‘新

式的好人’和‘旧式的好人’的综合”[3]。“新式的好人”是指他是贫苦大众的阶级代表，肯为老百姓服务；

“旧式的好人”是指他身上还有传统乡贤的一些美好品质。不管是梁生宝，还是郭振山，他们在乡村社

会权威地位的获得，既非完全依靠政权的力量，也不是凭借个人的经济实力，而主要是像传统乡贤一

样有着较高的道德威望，能以德服人，是“民望之首”，而非仅仅是基层社会的管理者。

像这样既有阶级觉悟，又具备传统乡贤品质的乡村新生代领导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也有描

写。乡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李月辉与农业合作社社长刘雨生几乎可以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乡

村精英。他们既讲孝道，又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乡村社会深孚众望。小说中，抵制合作化的菊咬

筋在乡政府发布封山命令后还公然盗伐，对此，支书李月辉居然宽容地放过了他。有论者甚至认为，

“李月辉的个性气质和言行举止都体现出明显的儒家道德修养，刘雨生的性格与行为方式在许多方面

也与儒家道德暗合，可以说他们都是儒家文化的产物。”[4]

以上叙述说明，随着传统乡绅无论是乡贤还是劣绅退出历史舞台，以翻身农民为主的新一代乡村

干部已经掌握了乡村政权。如果说，在《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中的那些带领村民建设新中

国的乡村干部还有传统乡贤的一些品质，比如以德服人，当然其“德”主要是“新德”，但同时蕴含着无

法剥离的传统儒家的“旧德”，那么，《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似乎大为不同了。小说中，他全然无视敬人

祖坟的传统道德，为了盖房娶妻，居然带着民兵砍伐了地主马小辫祖坟上的松柏做建材，还用马家祖坟

的石碑来“垒拦河坝”，并在坟地里开挖排水沟。为了做到彻底大公无私，甚至拒绝派人寻找、抢救自己

的孩子。在阶级斗争观念支配下，这位乡村干部身上传统道德乃至人性似乎都已泯灭了，他“貌似高

[1]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45页。

[2]柳青：《创业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3]解志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新小说中的旧文化情结片论》，〔北京〕《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0期。

[4]罗执廷：《论〈山乡巨变〉中的儒家话语及其召唤结构》，〔长沙〕《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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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神圣，其实很虚假，经不起基于常情常理的审度”[1]。当然，在他身上，仍然具有和梁生宝、李月辉、刘

雨生等一样的对建设新中国新道路的坚定信念和一心为公的新道德。

到了1980年代，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乡村社会结构随之

一变。由于家庭成为乡村社会生产的基本单元，村集体所保留的公共财产极其有限。在有些地方，属

于村集体所有的荒滩、山林等事实上还往往被村干部以承包的名义所侵占。而没有了公共财产，不仅

村民很少关心乡村公共事务，而且取代传统乡贤位置的村干部的职能与功能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

些村干部不再是带领村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乡村精英，而是国家征收农业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等的

基层管理者。一旦丧失了理想与信念，又没有现代社会的民主、法制观念，这些乡村干部就可能发生

变异，沦为交结权贵、滥用私法的“土豪”。

在蒋子龙的《农民帝国》中，郭存先起初像传统乡贤一样以德服人，在乡村社会有着极高的道德声

誉。他古道热肠，倾其所有体面地埋葬了朱雪珍的父亲。当刘嫂以身相报时，他没有见色起意，而是

说：“我给你干活是我乐意，绝没想要你什么东西，我要是欺负你们孤儿寡母，还算个人嘛!”这些言行

为他在乡村社会赢得了好声名。然而，在村民的崇拜之中，他不知不觉地开始以郭家店的救世主、财

神爷自居，最终变得肆无忌惮地行使权力，纵容犯罪、包庇罪犯、妨碍执法，甚至非法拘禁执法警察，最

后身陷囹圄。再如《羊的门》中的呼天成，开始当村干部时还言而有信，乐于成人之美，赢得了呼家堡

村民的无限敬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他利用手中职权，通过交接高层，影响、左右地方政治，变

成地方官场的教主。还有《日头》中的权桑麻，他解放前当过乞丐，吃过苦，解放后当了村官，成了全国

劳模。改革开放后，又率先创办了村办企业，但最终沦为一个新型的恶霸土豪，他“建立的农民帝国，

集专制、严密、混乱、愚昧、迷信、短视、功利、破坏于一体，他所构建的资本、权力、‘土豪’三位一体的利

益格局，成为中国社会利益链条的象征”[2]。

郭存先、呼天成、权桑麻的变异深具寓言意味。从梁生宝、李月辉、刘雨生到萧长春，再到郭存先、

呼天成、权桑麻，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乡贤的形象是怎样一步一步蜕变，传统乡贤的文化

道德精神是怎样一步一步沦丧，并最终埋下了1990年代之后中国乡村文化溃败的内在危机。

二、传统乡贤形象的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歌猛进，加之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传统乡村文化日

渐衰落。这些衰败主要表现在亲情伦理的衰退、婚姻伦理的变异，以及生存伦理的利益化倾向等方

面。乡村社会人心松散、道德滑坡、邪教滋生等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文学领域，当代乡村

叙事通过重构传统乡贤形象，反思了乡村文化衰退的历史文化原因，重新诠释了传统乡贤在乡村基层

治理和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秦晖将古代乡村自治模式总结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

绅”[3]。陈忠实的《白鹿原》几乎可以看作秦晖这段话的诠释。在小说前半部分，白鹿原完全是一个自

治的乡村社会，这里没有官府，宗族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如果有了矛盾纠纷，也基本上在乡村社会内

部解决。在白鹿原，白嘉轩、冷先生、鹿子霖以及朱先生等乡贤，凭借儒家伦理与习俗有效地维持着乡

村社会秩序。这些乡贤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乃至道德人心都有着自觉的担当。白嘉轩当上族长之

后，修缮祠堂，兴办学校，资助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上学，请朱先生修订乡规族约；他体恤乡民，关注民

[1]赵修广：《“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与其关涉的传统文化因素——以〈创业史〉与〈艳阳天〉为例》，〔桂林〕《社会科

学家》2009年第8期。

[2]杨立元：《〈日头〉：对当下农村境况的一次逼视》，〔北京〕《博览群书》2014年第12期。

[3]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见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北京〕商

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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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疾苦，勇于为民请命。为了反抗官府的苛捐杂税，他策划参与了鸡毛传帖与交农事件，迫使县长向

民众道歉并取消印章税。“他重名节，轻生死，明是非，守节操，靠劳动发家致富，用真情善待长工，乡井

里主持礼俗，乱世中独善其身。”[1]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乡民们守乡规、知礼仪，整个白鹿原被称为“仁

义白鹿村”。“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财富和经济地位并非是这些乡村领导人物权威的主要来源”[2]，比如

朱先生是以其学识与道德赢得了社会声望与地位，冷先生是因其高超的医术与不论贫贱富贵的医德

为人们所敬仰，鹿子霖也是因为像白稼轩一样修缮祠堂、开办学堂，才获得了人们的尊重。美国历史

学家杜赞奇深入研究了华北乡村社会之后指出，乡村精英人物“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乃是出于

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3]。

陈忠实写作《白鹿原》
Y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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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们全面认识近现代史上的乡贤，而且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乡贤在乡村社会中的重要功能。尤其

是陈忠实浓墨重彩塑造的白嘉轩、冷先生，赵德发塑造的许正芝等恪守儒家传统的乡贤形象，突出了

这些乡贤的言行对村民的示范、教化意义，挖掘了传统乡贤文化对于建构良序的乡村社会的重要价

值，这对我们今天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仍然不失一定的启示价值。

三、成长中的新世纪乡贤形象

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系列政策的颁布与实行，乡村社会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

是晚近几年，推动、参与乡村建设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此背景下，呼唤新乡贤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尤其在媒体界，《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化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重要报纸都纷纷发文热议乡贤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乡村精英的乡贤意识也正在逐步重建，回乡建

设家乡的人开始多起来了，愿意回到乡村参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也在增多，还有返乡的农民工热心乡村

公共事务的人也越来越多。面对新世纪乡村社会的新变化，乡村叙事塑造了一系列成长中的新乡贤形象。

当代乡村叙事中新乡贤形象较之传统乡贤形象有较大的差别，其主要差别在于：一是新乡贤未必

具备传统乡贤那样较为完备的道德思想观念，但有良知，具备个人道德修养。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

会，人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所认同的文化观念千差万别，但是，基于人性与恻隐之心而生的良知，应

该是新乡贤的道德根基。王阳明认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1]，不能坚守良知，就会丧失最基本的是

非之心。二是现代乡贤具有乡土情结。这对传统乡贤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现代社会，乡村能

人大都进城了，甚至一些乡村干部都并不生活在乡村，恋土、还乡，由此成为当代新乡贤书写格外突出

的一点。三是新乡贤有见识，有现代思想。现代乡村已经不再是封闭自足的小型自洽社会，仅仅熟知

地方性知识已经无法应对乡村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各种问题。新乡贤必须具备法律意识、

经济意识、民主意识、生态意识等现代理念。

以此观照当代乡村叙事，新世纪的新乡贤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有良知的乡村干部，如

和军校的《薛文化当官记》中的薛文化。在小说中，范技术员就认为薛文化是当代的梁生宝。其实不

然，薛文化缺少梁生宝献身伟大事业的崇高理想。他只是自小就非常实诚，意外地当选村主任之后，

其想法也很朴素——在其位就要把事情做好。薛文化最终以个人品质赢得了人心，当苏副乡长到村

里宣布乡政府决定将薛文化停职调查时，他过去的“政敌”刘石匠揪住了苏副乡长的领口，赵木匠揪住

了苏副乡长的头发，周秩序拧住了苏副乡长的胳臂……[2]这些当初的“政敌”全部成了薛文化的忠实拥

护者。再如贾平凹的小说《带灯》中的带灯，作为农村基层干部，在一个从书记、镇长、吴副镇长到翟干

事、侯干事、吴干事等都一心一意谋私利的环境中，她没有同流合污，而是认真负责地工作，在洪灾、大

规模械斗等突发事件中从不退缩、推诿；她有良知，总是尽力帮助身边的农民；她对农民满怀善意，看

到农妇被强制结扎都于心不忍。带灯不同于公而忘私的梁生宝，她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是一个有

良知的普通乡村干部，但是，恰恰是她的恻隐之心与良知让我们看到了新乡贤的底色，看到了新乡村

建设的希望。带灯的“良知”就像一盏灯，“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尽管光亮是如此地微弱”[3]。

二是有思想的乡村知识分子。当代乡村社会仍然有一些知识分子，如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等，但他

们大多数人只管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不关心乡村公共事务，还算不上是新乡贤，只有极少数乡村知识分

子有独立思考能力，而且有心系乡民的胸怀，如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日头》中的金沐灶。他上过大学，当

过副乡长，办过企业。他不仅处处为村民着想，帮村里招商引资，为村民推销大米，收养孤儿，甚至为重

建魁星阁一辈子未结婚。金沐灶不仅有德行，而且有思想。“这个人物超越其他农民形象的最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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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他是一个有文化深度的‘农民’，在家庭、社会、时代遇到问题时，他能够不断求根问底去探寻原因。”
[1]在自己的厂矿使村里一片繁荣之时，他居然开始反思发展经济对乡村资源与环境的破坏；面对短视的

政绩追求与资本联手对乡村社会生态的严重破坏，他非常深刻地提出了“农民主体观”。在现实社会中，

其实并不缺乏金沐灶这样的现代乡贤人选，如乡村教师、医生等，都有可能成为有文化、有思想的现代乡

贤，但需要一定的机制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践行他们的社会担当意识。再如关仁山

《麦河》中的瞎子“三哥”，他虽然没有什么学历，但是戏文听多了，也就成了乡村里难得的明白人。“他是

麦河水哺育成长的人群里唯一心无旁骛的土地坚守者。这个坚守者虽然是个盲人，但他心里却是明亮

的。”[2]不管是叱咤风云的农民企业家曹双羊迷失自我时，还是普通村民遇到难解的疙瘩时，他都能智慧

地引导，轻易地化解。“三哥”形象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可以说是现代新乡贤的隐喻：“能够和土地

保持精神层面联系、敬畏土地的人，则能够洞明人心，洞察世界，并获得战胜一切迷惘的力量。”[3]

三是回乡居住的退休知识分子。他们有文化，有社会地位，在乡村非常受尊重，言行在乡村社会

具有一定模范意义，几近于传统社会中致仕回乡的官员，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乡村社会礼俗。更为重

要的是，他们一般都接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有可能在乡村传播现代文明，促进现代乡村文化的健康

发展。事实上，这些退休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深厚的乡土情结的。在《薛文化当官记》中，

范技术员决定到北墚村定居，他解释说：“我厌倦了城里的喧嚣污浊，我想到乡下盖几间房子，找个老

伴儿，养一群鸡，养一群鸽子，栽几棵果树，种几行绿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清清淡淡，宁宁静静，无

忧无虑。”[4]面对当代乡村社会的艰难处境，一些退休知识分子抱着高昂的乡村建设热情回乡定居。在

贺享雍的《人心不古（乡村志）》[5]中，县中退休校长贺世普出任何家湾村“退休返乡老年协会”会长，利

用自己的声望，开展村民事务调解，宣传普及法律知识，推行文明生活方式。小说中，由于贺世普的现

代理念与乡村习俗道德之间存在尖锐对立，他最终无奈地再次离开了乡村，这说明久离乡土的知识分

子返乡之后还可能遭遇“不接地气”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因人而异、可以克服的问题，并不足以否定知

识分子返乡成为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的可行性。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在外地工作的知

识分子主动回乡直接参与乡村建设的，如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茂法，他为了保护

古村落，主动要求从县官降为村官，成为该县稽东镇冢斜村党支部书记[6]。

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珍视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虽

然社会与文化变迁极其剧烈，但是，“乡绅精神和乡绅文化的传承者大有人在”，在广大农村还蕴藏着

乡贤文化的种子和气息[7]，这在建设新农村文化过程中是应该用心发掘、传承的。当然，当代乡村叙事

中新乡贤与传统乡贤相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有待深入思考。传统乡贤有两大社会功能，一是

维持乡村自治，二是通过制定、执行乡规民约，淳化、维系乡村礼俗。这是有着密切内在关联的两个方

面。相比较而言，当代新乡贤受到学识与思想所限，大多没有形成系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与政治观念，

这就导致他们自身虽然具备诸多优良品质，却无力推己及人，移风易俗。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未

参与乡村自治，主要是参政议政的路径不够畅通。总而言之，当代新乡贤并未真正肩负起如传统乡贤

一般的社会功能，这个群体尚处于培育成长阶段。因此，这个时代究竟应该用怎样一种文化观念再造

新乡贤，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思、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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